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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认同单位与村庄内生性治理格局
——以家、户、门、宗的划分为基础

金江峰，陈栎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从区域比较角度看，农民的认同单位有四个，分别是家、户、门、宗，对应着江汉平原的原子化村庄、关中平

原的户族村庄、华北平原的小亲族村庄和华南地区的宗族村庄等。农民的认同单位不同，形塑着村庄社会关系：以家庭

为认同单位的村庄，是一种利益性关系；以户为认同单位的村庄，是一种合作性关系；以门为认同单位的村庄，是一种

竞争性关系；以宗为认同单位的村庄，是一种情感性关系。不同关系类型塑造了差异性的村庄公共秩序，有利益关系下

的利益秩序、合作关系下的交换秩序、竞争关系下的规范秩序、情感关系下的道德秩序。不同公共秩序带来不同的村庄

内生性治理格局，利益秩序下的村庄呈现利益化治理格局，交换秩序下的村庄呈现关系化治理格局，规范秩序下的村庄

呈现规则化治理格局，道德秩序下的村庄呈现情感化治理格局。村庄内生性治理格局的不同会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实

践，分别产生区隔型、博弈型、服从型和悬浮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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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评述与研究进路  

传统乡村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社会，村庄社

会内部基于地缘、血缘、文化与共同利益等建立

联系，每个个体“生于斯、长于斯”，彼此之间

相互熟悉，享有同样的地方性共识，构成一个熟

人社会［1］。在熟人社会内部，大家的观念和行动

受到整个社会利益、规范与伦理等的约束，一个

眼神、一句闲话就能够约束一个人，个人行为或

言论不符合共同体规范，也会受到来自集体的制

裁。不过，就算高度同质化和高频交往的共同体

社会内部，彼此之间还是有亲疏远近的，关系之

间还是有差序的，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差序

格局”。每个人都将自己置于人际关系的中心，

形成一种网状的关系结构，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所

形成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

推愈薄”［2］。这种差序通过血缘关系的远近来体

现，血缘关系最近的是父子兄弟，再远一点是兄

弟子侄，比这还远一些的是同宗不共祖、同宗共

祖以及不同宗不共祖的亲朋邻里关系。关系认同

产生社会单位的认同，构成行动单位的认同，进

而会影响到村庄社会结构、秩序与治理等。

农民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梁漱溟认为：“以伦理为基

石的家族在我国社会中极其重要，家庭层面的认

同和行动单位不能提供超出家庭能力的、与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同时传统国家不能触

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农民事实上需要一

个介入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即村

庄［3］。”费孝通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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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共同体”理论，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4］。总体而言，梁

漱溟和费孝通等人认为村落或者村庄是中国农民

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农

民的认同单位和行动单位进行扩展延伸。

日本学者清水盛光和平野义太郎也认为中国

存在“乡土共同体”，但是他认为“村落也并不

能完全涵盖中国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中国农

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并不总是相一致的”［5］。施

坚雅在对成都平原进行调查时提出，中国农民的

认同和行动单元是农村市场社区，农民的婚姻

圈、交往圈，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

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

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农村市场

社区作为基本单位［6］ ”。杜赞奇在 《文化、权力

与国家》 中，以华北平原的村庄为例，指出施坚

雅的农村市场社区理论无法推论水利圈等村庄社

会的其他社会关系，提出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可

以将村庄内部的宗族关系、水利组织、土地租赁

关系，以文化的网络囊括起来，以此来界定农民

的认同和行动单位［7］。贺雪峰从农村区域性差异

的角度提出双层认同理论，他认为：“家庭，是

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认同和行动的核心，是一个

强有力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在家庭之上，有一个

超出家庭的主导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个主导的认

同与行动单位，不仅是地方性共识的一部分，还

是 相 对 超 越 于 社 会 交 换 并 且 要 讲 相 互 责 任 的

共识［8］。”

学者们不仅将农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由村庄

扩展到市场、文化等领域，并且将以村庄为主要

共识的认同和行动单位进行细化。黄宗智则借助

区域对村庄进行类型划分，他将村庄分为长江三

角洲农村和华北农村，并从聚居形态、社会交往

圈和村庄的政治组织等方面比较了这两种类型的

村庄之间的差别［9］。王沪宁按照村庄的族老结构

概括出四种村庄类型：荣誉型、决策型、主管型

以及仲裁型［10］。王晓毅在 《血缘与地缘》 一书

中，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和村组织的管理程度为

横轴和纵轴，将农村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集

中的同质社会，如传统的农业社会；第二类是集

中的异质社会，如苏南模式；第三类是分权的同

质社会，如山区农村；第四类是分权的异质社

会，如温州模式［11］。罗兴佐从村庄行动者视角将

村庄类型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

体家庭型［12］。

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研究领域，大量学者

进行了有益探索与研究，也形成了诸多有启发性

的观点。但从变化发展的现实看，传统视角的分

析同时面临着开放社会转型的挑战，尤其是随着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农民日益融入政治与市

场变迁中，他们的认同单位也出现了一个梯度的

变迁［13］。如在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辐射区域，农

民的认同单位主要是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在华

北平原辐射区域，农民的认同单位主要是五服左

右的亲族；在关中平原辐射区域，农民的认同单

位基本上是三代左右的近亲，即血亲关联的户

族；在江西和福建等地宗族村庄，农民的认同单

位主要是一个房支，即宗亲。这些以“家”、

“户”、“门”、“宗”为认同单位的村庄，内部具

有一定普适性和稳定性的地方性认同，这些地方

性认同恰恰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提供潜移默

化的行动逻辑。本文尝试以“家”、“户”、“门”、

“宗”四种认同单位为起点，论证不同的认同单

位构成村庄农民行动单位的巨大差异，并进一步

分析认同单位如何影响村庄社会关系、村庄公共

秩序、内生性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与

村庄社会的互动逻辑。

二、农民认同单位与村庄社会

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行动单位在缩小，伴

随行动单位缩小的是认同单位慢慢的缩小到“自

己人”的范围。这里的“自己人”就是直接与间

接血缘关联的群体。在南方宗族村庄，基本上是

一个房支的人，有时候不限于五服以内，可以扩

大到同宗，即共一个“太公”；在华北平原，“自

己人”的范围基本上就一个亲族，即五服以内的

近亲；在关中平原，“自己人”的范围还要小一

些，很多时候是三代左右的血亲；在以江汉平原

和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地方，“自己人”的范围就

更小了，主要就是联合家庭，有时候局限在核心

家庭。当前，农村基本形成家、户、门、宗的认

同格局。在这样的认同格局下，村庄社会关系也

会发生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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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以以““家家””为认同单位的利益化关系　为认同单位的利益化关系　

在以“家”为认同单位的村庄，这样的农村

基本算作是“原子化”村庄。农民的关系回归到

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构成

他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除了在红白喜事上需要

依赖村庄提供一些仪式性帮助，在其他事情上，

村庄社会关系已经离散。村民在村庄内部的交往

关系主要是利益性的，即除少部分共性事务上的

需要外，村民的合作是以利益交换为核心。在利

益性交往关系下，村庄社会的交往成本很高，特

别是在个性需求上，一个家庭想要寻求其他村民

的帮助，就要担负很重的心理成本和一定的经济

成本，像在江汉平原的很多村庄，请村里人来做

饭、帮忙，需要按照市场价付报酬。所以，他们

办红白喜事，很多时候能出钱解决的事情，就不

会想着请村里人帮忙，最多是兄弟或堂兄弟、妯

娌来管理下。

（（二二）） 以以““户户””为认同单位的合作化关系　为认同单位的合作化关系　

在以“户”为认同单位的村庄，这样的农村

主要是“户族”村庄。农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是

三代以内的“户”，即共一个爷爷的旁系血亲。

在 矛 盾 纠 纷 调 解 、 经 济 互 助 等 小 事 情 上 ， 在

“户”内就可以得到解决；在红白喜事等大事上，

因涉及很多仪式性活动，靠“户”无法解决，所

以就出现“户”的联合，这个范围基本上是一个

村民小组。大事基本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共性事

件，因此心理负担和经济成本都较小。在村庄交

往上，基本上也是以“户”为单位，户内的家庭

是一种血缘基础上的情感交往，户与户之间是一

种地缘或利益上的交往。从整个村庄社会层面

看，户与户之间是一种基于互助的合作性关系。

（（三三）） 以以““门门””为认同单位的竞争性关系　为认同单位的竞争性关系　

在以“门”为认同单位的村庄，这样的农村

主要是“亲族”村庄。农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依

据丧服制度建立，在五服或更大一点的范围内。

山东把这样一个范围叫做“近门子”，河南叫做

“家门”，门子可以帮助每家每户解决大部分的事

情，连最主要的红白喜事，在门子里面也可以得

到很好的处置。所以，“门”既是一个认同单位，

也是一个行动单位。但这些村庄的特殊之处是，

每个村都会有几个姓氏，或几个门子，姓氏或门

子之间有竞争，或是围绕着土地、水利，或是围

绕着村庄权力。在竞争过程中，就会形成姓氏或

门子之间的合纵连横。门子内部是一个血缘和情

感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所以门子就变成一个连横

与竞争的势力单位。这样的话，整个村庄社会关

系就是以竞争为主导，是一种竞争性关系。正是

因为外部竞争，强化了门子内部的团结，统一门

子内部的目标——为取得外部竞争的“胜利”而

进行内部整合与团结。

（（四四）） 以以““宗宗””为认同单位的情感性关系　为认同单位的情感性关系　

在以“宗”为认同单位的村庄，这样的农村

主要是“宗族”村庄。同一个自然村的农民，彼

此之间同宗共祖，他们都有血缘或亲缘关系。在

市场化浪潮下，个体的认同单位虽然退回到共一

个“太公”的房支内部，红白喜事上的行动单位

也主要是房头。但宗族内部还有一套观念与仪式

传承，需要一起祭拜祖宗，需要把同一个姓的当

作“自己人”，特别是要一起集资修建祠堂，办

白事时需要整个宗族的人一起去帮忙，因为大家

之间有血缘联系，还需要每家每户出一个代表去

吊唁。这些观念、习俗与仪式等扩展了个体由

“宗”到“族”的认同，作为一种无形的“枷锁”

将每个人套进了整个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

在宗族村庄，个体的认同和行动单位虽然主要是

房支和“宗”，但关系约束单位则比较大，是同

宗共祖的整个“族”。这样一种村庄关系扩展，

将社会交往关系变成了一种渐次摊薄的情感性关

系［14］。在情感性关系下，个体的情绪性表达或些

许越轨行为能得到包容，同时，个体在寻求对外

帮 助 时 ， 也 较 少 有 心 理 压 力 ， 更 别 说 是 经 济

负担。

三、社会关系与村庄公共秩序  

在以“家”“户”“门”“宗”为认同单位的

村庄内部，形塑着四种性质的村庄社会关系，同

时，四种村庄社会关系深刻影响着村庄公共秩

序：利益关系主导下的利益秩序、合作关系主导

下的交换秩序、竞争关系主导下的规范秩序、情

感关系主导下的道德秩序。

（（一一）“）“原子化原子化””村庄的利益秩序　村庄的利益秩序　

在以“家”为认同单位的“原子化”村庄既

缺乏血缘认同，又缺乏地缘认同，村庄内部的主

导关系是基于个体功能需求的利益化关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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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是一种利益交往，就连父子、兄弟之间

都可能存在利益上的斤斤计较，也会因为利益分

配和互惠关系的稍微不平衡，变得反目成仇。在

湖北荆门调研，村民就反映，父子之间的关系就

是一种“人与牛”的关系，父母像牛，一旦没用

了，就会被“杀了吃肉”，在儿子儿媳的不管不

顾情境下选择自杀，“一根绳子、一个瓶子”就

能“解脱”。这个比喻虽较极端，甚至残忍，但

可以深刻理解原子化村庄社会关系。除了代际关

系较理性外，在村庄社会横向关系上，个体行动

也较理性，他们交朋友、进行互惠行动都会考虑

得失，交有利益帮助的朋友，办能够挣到钱的酒

席。例如在江汉平原，家里母猪生小猪会办酒，

盖个新房会办几次酒。在原子化代表的成都平原

地区，代际责任较弱，所以代际之间的算计不是

很明显。但在村庄层面，社会关系的算计较明

显，如办酒基本上不能吃亏，  办“无事酒”问题

较盛行，每个家庭都被卷入进去，变得苦不堪

言。在这样一种利益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下，每个

人、每个家庭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出

发，村庄内部很难建立公共秩序，除非国家或市

场给他们输入规则秩序。在无国家或市场秩序介

入下，村庄就成为一种利益秩序，在有国家或市

场力量介入下，村庄就成为一种“契约”秩序

社会。

（（二二）“）“户族户族””村庄的交换秩序　村庄的交换秩序　

在以“户”为认同单位的“户族”村庄，

“户”内部是一种情感关系，也就是一种情感秩

序，户与户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构成的是合作

秩序。因为有“户”的存在，个体家庭就不能太

利 己 ， 做 什 么 事 情 都 不 能 太 功 利 ， 要 顾 及 到

“户”内的其他血亲，要讲情感；也因为户的范

围不大、规模较小，单个户不能完全满足家庭的

共性需要，这就要求有户与户之间的联合，户就

成为基本的认同与合作单位。一个个“户”的联

合，在小组和村内建立起合作性社会关系。但

“户”这个单位比较特殊，户内是血亲，不靠规

则约束人，而靠情感捆绑人，户内不容易形成公

共规则或规范。同时，因为村庄里面“户”的数

量比较多，“户”的力量比较小、比较均衡，户

与户之间虽然需要合作，但多是基于共性事件或

基于共同利益，合作有固定的一面，同时也有动

态的一面。固定面向主要是红白喜事上，不需要

什么规则，小组自觉参与；动态面向主要是村庄

资源和政治竞争方面，能不能联合起其他户或获

取其他户支持，就看关系的远近和“会不会做

人”。所以，在户族村庄，能够联合其他户以及

给其他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关

系成为村庄秩序建构的核心逻辑，户族村庄可以

看作是一种关系秩序的村庄。但关系围绕着资源

与利益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最终关系

也就会逐渐落到了利益和交换上，户族村庄的公

共秩序也就可以具体化为一种“交换”秩序，是

户 与 户 之 间 的 交 换 ， 也 是 干 部 与 群 众 之 间 的

交换。

（（三三）“）“亲族亲族””村庄的规范秩序　村庄的规范秩序　

在以“门”为认同单位的“亲族”村庄，门

子是一个认同与行动单位。因为多姓聚居，村庄

内存在多个小范围的血亲集团，即门子，门子又

面临着来自其它门子的竞争，门子内部就会基于

内部需求和外部竞争形成一个公共规则秩序，每

个人都不能触犯，否则门子就不容易凝聚起来，

也就不容易对外获得竞争力。所以，门子内部既

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又是一个行动共同体，每个

人都要为门子的发展与竞争贡献力量，约束自

己，门子内部也会给每个人以约束和规制，避免

他们不合作或做有损门面的事情。单个门子有认

同和行动能力，能够基于门子共同利益，建立规

则秩序。在村庄层面，门子之间有着较强的竞争

性，不仅是为了土地和水资源等，还为了获得村

庄权力和话语权。但因为门子间势均力敌，或是

有些门子较小，需要寻求更小门子的支持，这时

门子之间就会基于竞争与合作，特别是竞争，建

立公共的规范秩序，避免大家恶性竞争。在“亲

族”村庄，门子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门子内

部的公共需求，就产生了两重规则秩序：一是门

子内基于合作与外部竞争的团结秩序，二是门子

之间基于联合与竞争的平衡秩序。这双重秩序，

一个基于伦理约束，一个基于力量约束，具有互

补性。因为竞争与合作的存在，上述双重秩序就

需要显化为一种符合合作与竞争需求的公共规则

或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亲族村庄的公共秩序就

表 现 为 一 种 公 共 规 范 或 规 则 ， 具 有 较 强 的 约

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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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宗族宗族””村庄的道德秩序　村庄的道德秩序　

在以“宗”为认同单位的“宗族”村庄，房

支是一个认同与行动单位，房支的认同又因观

念、仪式和习俗等润滑，使得认同单位可以递进

到同宗共祖的族。在宗族村庄，因为房头之间不

存在强烈的竞争，房支内部无需建立严格的规范

秩序，依靠情感和伦理就可以维系起来。由此推

及到整个宗族，也不用明确的规范和规则进行约

制，而是依循一套宗族仪式和伦理就可以将个体

编织起来，谁违背了村庄的伦理规范就会遭遇来

自整个宗族的制裁。在此意义上，宗族村庄的社

会秩序是一种基于血缘与伦理约束的道德秩序，

即宗族内部的观念与伦理等已经内化到个体日常

活动中，并显化为一种道德要求，违背公共伦理

和道德的行为，在村庄内部很难得到容忍。

四、村庄公共秩序与内生性治理

格局  

在村庄内部，村民存在不同的认同单位，形

成了不同的社会交往行动关系，而不同的社会交

往行动关系在客观上又形塑了差异化的行为规则

（秩序），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内生性治理格局。

（（一一）） 利益秩序与利益化治理格局　利益秩序与利益化治理格局　

在以“家”为认同单位的原子化村庄，村庄

内部交往基于利益的互动，形成的是一种利益秩

序。此时，村庄治理就容易被利益所主导，村民

竞选当干部主要是出于利益考量，村干部与村民

之间的互动逻辑，也主要是一种利益动员。如果

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这样的村庄就容易出现两

种治理格局：一是村干部变成谋取利益的主体，

任何资源只要经过村干部的手，就容易变成私人

利益。如在农业税费时，村庄内部的狠人充当村

干部，他们一方面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农业税费，

另一方面也在税费收取过程中赚取差额利益。在

后税费时代，村干部不从单个农民手中收钱，但

会想方设法地把村庄集体资源变现或占有，从中

谋取利益。在江汉平原辐射区域，早在十几年

前，水面资源就被当时的村干部瓜分殆尽。同

时，村干部不仅会攫取村内集体资源，还会俘获

国家的项目资源，通过发包项目、转包项目或自

己做项目等，从中赚取利益［15］。村干部赚取利

益，当然会面临来自其他村民的抱怨，来自村庄

精英的反对。这时，他们要么用利益把村内精英

和反对者吸纳和动员进来，变成自己的支持者；

要么就会借助地方社会的力量，对这部分人进行

打击，让他们乖乖听话，至少不敢明着反对。所

以，村庄内部就形成了利益化治理格局，利益成

为撬动村庄治理的关键要素。

（（二二）） 交换秩序与关系化治理格局　交换秩序与关系化治理格局　

在以“户”为单位的户族村庄，户与户之间

是一种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建立在关系和交换

基础上，所有户的联合编织了村庄内部的交换关

系。在这样的交换秩序下，大家选择村干部一方

面要考虑关系的远近，另一方面还会考虑这个干

部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在

户的联合下，选出的村干部一般能力是较强的，

办事也是较公道的，能照顾到所有的户。只是能

力强和办事公道还不行，村干部还要把数量庞大

的户整合起来，参与户和户之间的矛盾纠纷处

理、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像在山西和陕西地区，

村干部需要把水资源分配好，能够让大家都浇上

地。在关中平原为代表的户族村庄，村干部依靠

“户主”的力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协调户与户之

间关系，把零散的户的关系理顺了，村庄治理基

本上就不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协调和处理关系

成为村庄治理的关键。关系治理构成户族村庄最

明显的内生性治理格局。所谓关系治理，也就是

对户与户之间合作关系和干群之间交换关系的平

衡。在关系治理中，村干部必须照顾到各方关系

和各方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山西和陕西调研

时，村干部总是说做干部首先要办事公正。办事

公正可能在一件事情上会让一方感受到不满意，

但在其它事情上能够弥补这一方，或不会落下话

柄。所以，户族村庄的村干部很会做“背对背”

工作和调解纠纷。

（（三三）） 规范秩序与规则化治理格局　规范秩序与规则化治理格局　

在以“门”为单位的亲族村庄，门子内部是

一种认同与合作关系，门子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合

作关系。在认同、竞争与合作的多重关系下，村

庄建构起了两重规范秩序：一是门子内部基于内

部合作与外部竞争的团结秩序，二是门子之间基

于竞争与合作的制衡或平衡秩序。在双重规范秩

序下，村庄内部整体建立起了一种显性的规则观

念，需要依据规则行事，不然会损害门子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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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脸面；同时，不依据规则行事，门子在村庄

就会没有竞争力，至少不会得到其他门子的支

持。这也就是为何在山东调研时，当问及村民为

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时，他们很诧

异、也很自然的回答，“靠的是自觉”。这个自觉

就是内化到个体观念和行动的规矩和规范意识，

是不容置疑和不用反思的。在这个意义上，亲族

村庄的内生性治理格局是一种规范治理，是依靠

由门子规范到村庄规范的联合治理。村干部需要

按照公共规范行事，公共规范是门子之间协调与

平衡的结果。在村庄公共规范之下，各门子的代

表“嘹亮人”，负责去动员或是协调门子内部的

人员及关系，有时候需要使用一些强制手段强迫

门子内部人员服从，不然门子的代表在村里就没

有了话语权，在门子内部就没有了威信。亲族村

庄依靠门子的规则治理，比户族村庄依靠关系的

治理要容易很多，至少村干部的治理行动不用去

协调数量庞大的户，只用约制几个门子的“嘹亮

人”，让他们具体负责门子内部的整合。在这种

情况下，亲族村庄的干部职位分配是模式化的，

每个门子、至少是大的门子里面，都要有一个人

在村“两委”队伍里。

（（四四）） 道德秩序与情感化治理格局　道德秩序与情感化治理格局　

在以“宗”为单位的宗族村庄，房支是一个

认同与合作单位，房支内部依靠血缘、伦理与仪

式等团结起来，大家彼此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包

容又相互监督，对违矩或越轨行为进行制裁，依

靠道德秩序将整个房头进行整合。这种道德秩序

又来源于整个宗族血缘与地缘关联下的伦理规

范，是宗族伦理在房头的映射。所以，宗族内房

支的道德秩序与族的道德秩序是一体的，能够向

上顺延、又能够向下渗透。这种整体性道德规

范，一方面消弭了房支之间的竞争，至少房支之

间在整个宗族活动，如修建祠堂、宗族仪式、祭

祀祖宗等方面，是需要一致行动和高度合作的；

另一方面，在整体性道德规范下，宗族成员的认

同是可以顺其自然地延伸到整个宗族认同，按照

同宗共祖的认同，遵守房的道德规范，就是遵守

族的道德伦理。在伦理自洽的宗族社会秩序下，

整个宗族社会共享一套伦理规范、道德秩序。伦

理和道德不同于规则，是一种观念或价值的规

则，每个人在村庄社会实践中就可以习得，并内

化为自我观念与行动。因为伦理与道德的价值化

和隐形化，宗族村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多

依靠社会层面的舆论、感情和关系，遇到事情

时，只要讲关系、感情，大家就很容易被动员起

来，同时也愿意为别人、为集体牺牲些个人利

益。在这个层面，宗族村庄的治理，是一种依靠

伦理、道德与关系的情感治理。

五、村庄认同：行动单位下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格局  

（（一一）） 不同认同不同认同：：行动单位互构下的差异化行动单位互构下的差异化

治理格局　治理格局　

中国农村的认同单位分别有家、户、门、

宗，认同单位虽然并不直接决定着村庄社会的行

动单位，但它影响着村庄内部的关系格局。从认

同单位与行动单位的关系看，认同单位往往比行

动单位小，比如在原子化村庄，认同单位是核心

家 庭 或 联 合 家 庭 ， 但 行 动 单 位 很 多 时 候 却 是

“户”，即在红白喜事上，至少需要三代左右的户

族一起进行互惠互助。又比如，在户族村庄，三

代左右的户是认同单位，但在红白喜事上，行动

单位是同一个小组或小组内户的联合。这就需要

具体讨论，在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不一致情况

下，行动单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山

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与江西等省的调研

看，认同单位小、行动单位大，行动单位此时就

是一种功能性单元，发挥的是机械功能作用。因

为这种功能是每个村民都需要的，是共性的，所

以就不存在谁亏欠谁和有什么心理负担，彼此之

间互帮互助，但不会因为互助增进关系和感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单位中的行动不会扩

大认同，只作为一种非正式约定发挥作用。在宗

族村庄，房头为表征的“宗”是一个小的认同单

位，同时也是一个小的行动单位。但村民的认同

在血缘、观念、仪式与情感上可以顺延到族，族

的认同很多时候凌驾于宗的认同，房头的人可以

为族内事务强制个体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宗族

村庄的认同单位有时与行动单位是一体的，像红

白喜事；有时又大于行动单位，像修建祠堂。从

这种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的模糊化可以看出，宗

族村庄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具有互构性和一体性，

认同和行动是层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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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认同单位与行动单位的功能性质界定

下，出现了村庄社会内部差异化的关系格局。总

体是，原子化村庄认同单位<行动单位，行动单

位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不生产公共层面的道

德、伦理和规范，个体不受行动单位影响，自主

性和自利性凸显，村庄治理为个体化的意志和利

益主导，呈现利益治理格局。在户族村庄认同单

位<行动单位，行动单位也是作为一种功能性存

在，也不生产公共层面的道德、伦理和规范，但

户作为一个团体，能够依托情感或“脸面”对个

体进行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个体的自主或自

利行为；个体行动以“户”的利益和脸面为原

则，对外与其他户进行合作，维护“户”的利

益，所以，村庄社会内部具有户之间的合作与交

换，村庄治理主要是处理户与户之间关系，平衡

户与户之间利益，村干部的治理行动主要是：维

护本户的利益，平衡户与户、户与外部和村与外

部的关系，所以是一种关系治理。亲族村庄，门

子既是认同单位，也是行动单位，村庄的认同单

位=行动单位，行动单位既作为一种功能性存

在，又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对内满足门子内部

个体的生产生活需求，对外满足门子的竞争需

要。在内部需求与外部竞争的双重作用力下，门

子内部需要有一套规制秩序，起到凝聚和整合作

用，门子之间的对外竞争，也需要产生一套规制

秩序平衡各方利益，这样村庄就形成了一整套正

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村庄治理总体表现为规范治

理。在宗族村庄，房支 （宗） 是行动单位，同时

也是认同单位，但村民的认同因为有观念、仪式

和价值等润滑，不限定在房头内部，可以拓展到

整个族，即由同宗到共祖的认同。这样宗族村庄

的认同单位就是族，行动单位则主要是宗。认同

单位>行动单位是宗族村庄的典型特点，行动单

位被包含进入认同单位，表明宗族村庄首先是一

个认同单位，其次才是一个行动单位。认同单位

的伦理性、道德性和价值性，建构起宗族村庄的

道德秩序，形塑村庄情感治理格局。

通过村庄认同与行动单位，可以形成对村庄

内生性治理格局的认识，即原子化村庄是一种依

靠利益动员的利益性治理，户族村庄是一种依靠

关系与交换的关系性治理，亲族村庄是一种依靠

规则约束的规范性治理，宗族村庄是一种依靠伦

理与道德的情感性治理。

（（二二）） 不同内生性治理格局下的国家与社会不同内生性治理格局下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　关系　

在不同内生性治理格局下，村庄社会与国家

的实践样态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利益

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区隔的，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过程中，政策和制度在村空转较为严

重；关系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博弈的，基

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策和制度比较容易

被在地化和转化；规范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是服从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策和

制度基本一竿子插到底，很多事情可以做实，很

多工作的形式主义也较容易泛滥；情感治理中，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悬浮的，政策和制度不容易深

入到乡村社会，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最难实

现 ， 当 然 形 式 主 义 在 这 样 的 村 庄 也 最 不 容 易

泛滥。

1.  区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利益性治理格局下，社会关系互动的逻辑

主要是利益，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也主要是利益。

村干部会基于自身利益去执行国家政策和制度，

会对政策和制度进行俘获，即精英俘获。国家政

策和制度被村干部俘获，就不能真正落到村庄社

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有隔阂的，要么表现为村

干部利益驱动下，国家对社会的伤害，实际上是

村庄精英对普通村民的伤害，要么表现为村干部

利益诉求下，国家政策与制度难以深入社会，出

现政策与制度的空转。所以，在原子化村庄的利

益性治理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区隔的关

系。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下，国家与社会之间

同样是一种区隔关系，政策制度和规范要求不会

真正的深入到村庄社会，是因为村干部出于成本

考虑、利益动员、能力考量把制度规范进行形式

化应对［16］。

2.  博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关系性治理格局下，社会互动的主导逻辑

是关系，摆在村干部面前的也主要是如何协调

好、平衡好村庄内部的关系。村干部对待国家政

策和制度的态度，主要就是为我所用，最好能把

政策和制度进行在地的转化，把资源分配的权力

转移到村集体，这样就可以根据村庄需求和村民

利益进行治理，就能把数量庞大的户给摆平，争

122



金江峰等：农民的认同单位与村庄内生性治理格局——以家、户、门、宗的划分为基础

取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同。所以，在关系性治理的

户族村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关

系，国家会支持村庄，村庄也会利用国家，对国

家政策和制度进行转化，国家与社会之间既相互

博弈、又良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一方面会得到村干部的支持，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会盲目跟从，而会从村庄实际和村民需

求出发，自主治理。在山西调研时有个例子，乡

镇干部说他们已经连续两次被中央点名批评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成效不佳，他们要采取举措去落

实、搞扎实，如给外出务工人员发交通补贴、对

三类户进行深度排查，争取第三方评估能过关。

这句话表明在政策不明晰时，整个地方社会实际

上是在执行政策，但不会加码去做，当政策明晰

或政治压力很大时，地方社会才会完全按照政策

和制度去行事。地方社会与国家是在博弈和相互

试探。

3.  服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规范性治理格局下，社会内部本身就遵从

一套规范的逻辑进行治理，无论是村级权力分

配、村庄荣誉分配还是村庄资源分配等，都遵从

规则与规范。在山东嘉祥调研发现，就连好婆

婆、好媳妇、美好家庭等这样的虚名，都要在村

内按照门子进行分配，在门子之间进行平衡。村

庄治理规范就是一套行为逻辑，有规矩才成方

圆。在这种规范治理逻辑下，国家政策和制度就

最容易在村庄内被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

关系。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下，这种治理也最

容易陷入形式化和复杂化，毕竟村庄社会不懂

得、也不会想着去变通和博弈。

4.  悬浮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情感性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有着一套情

感和关系逻辑。在情感和关系的润滑下，村干部

不会主动去对接国家政策和制度，也不会认真执

行政策和制度，甚至会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异化，

特别是当国家政策与制度违背了村庄内部需求

时，村干部会充当庇护者角色，或隐或显地抵制

政策和制度。同时，因为有情感和关系的润滑，

村民对村干部在执行政策和制度时的越轨行为，

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容忍性。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油和水的关系，国家政策和制度

像是一层油，浮在村庄社会上面，偶尔加下温，

会融到一起，但多数时候都是分开的。所以，在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下，政策和制度执行悬浮

化，村干部很多时候连形式主义工作都不愿意

做，因为他们有着村庄社会的支持。

六、小结  

家庭是农村社会的最小原子，也是村庄内部

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

庭这一最小原子不能独自提供水利灌溉、婚姻嫁

娶、宗教仪式等与之息息相关的公共物品，国家

又不可能深入触及到村庄内部的方方面面，这时

农民客观上需要扩大“自己人”的认同和行动单

位，超越家庭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村庄，成为

满足农民自身所需的最好帮手。但是伴随着现代

化社会转型，中国传统社会中“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正在逐渐缩小且呈现区

域性差异，最具代表性的是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

辐射区域的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华北平原辐射

区域五服左右的亲族；关中平原辐射区域三代左

右血亲关联的户族；江西和福建等宗族村庄的宗

亲。这些不同区域的村庄凭借着具有自身特色的

认同和行动单位，在村庄治理中自下而上形塑着

村庄治理面貌以及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总体而

言，农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呈现多元化样态，即

“家”“户”“门”“宗”，其既与农民现实需求密

切相关，又具备区域性特征，只有深刻领会区域

性村庄差异，才能更好把握村庄内部的社会关

系、公共秩序、内生性治理格局、国家与村庄社

会关系，因地制宜地根据村庄认同和行动单位的

差异展开社会治理，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也是基层治理有序转型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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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ty unit of farmers and the endogenous governance pattern of villages——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families，  households，  portals and clans

JIN Jiangfeng ，CHEN LI 
（China Institue for Rural Studies & Advanced Institute in Political Scienc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parison， there are four identity units of farmers， namely， family， household， 
door and clan， which corespond repectively to the atomized villages in Jianghan Plain， household  villages in the Guanzhong 
Plain， small kindred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Plain and clan villages in southern China.  The different identity units of farmers 
shape the village social relations： the village with family as identity unit is a kind of benefit relationship； the village with house⁃
hold as identity unit is a kind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e village with door as identity unit is a kind of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village with clan as identity unit is a kind of emotional relationship.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shape different village pub⁃
lic order， including interest order under interest relationship， exchange order under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normative order un⁃
der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and moral order under emotion relationship.  Different public order brings different endogenous gover⁃
nance patterns of villages.  Villages under benefit order present benefit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villages under exchange order 
present relational governance patterns， the villages under the normative order present the rule-based governance pattern， and the 
villages under the moral order present the emotion-based governance pattern.  The difference of village endogenous governance 
pattern will affect the practic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and produce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of compartmentalization， 
game， obedience and suspension.
Keywords： Identity unit；Operational unit；Social relations；Governance order；State and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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